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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人  李镇超 

 

这本书的名字已经率先告诉读者它是一本历史著作。“宗教政策”一语固然显得过于现

代，但也正好说明本书最核心的问题意识：宗教与政治的关系。早在前言作者已经声明“中

国和西方对政教关系的理解有很大差异”（页 7），这种差异恰好为本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

提供诠释的空间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：宗教本质上是种幻想，它的产生早于国家，

国家则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。 

无论犹太教、伊斯兰教还是东正教，它们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文明。基督教西方则有着

深远的政教分离传统，这在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有过经典论述。中国既没有西方意义上

的政教合一，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。中国的宗教从来不占主流地位，中国的政治历

来都是“管理者”的身份。所以，“宗教政策”一语在中国的语境下便没有时代错误。政策

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得以贯彻的。但是，这种政治高于宗教的传统何以产生呢？ 

作者认为，“以神道设教”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宗教思想（页 26）。这个说法最早见

于《易传》，它微妙地沟通了“神道”与“教化”，用不太恰当的现代术语来说即是“宗教”

与“政治”。“以神道设教”的主体是圣人，圣人是沟通两者的中介。这种对圣人（圣人也是

人）的推崇决定了宗教的从属地位，有神论者、疑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可从中阐发出对自己

有利的思想因素（页 26）。事实上，这种观点代表的正是儒家的位置。本书并没有讨论儒家

是不是宗教，但其潜在的逻辑已经说明儒家超越于宗教与政治的一般关系。把儒家看作一种

政治神学或神学政治都是出于西方视角的误解。也正是因为儒家的权威，才有了“中国的宗

教政策”，即如何处理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对儒家中国的影响。 

人们可能反驳道，儒家作为百家争鸣的一说，它取得统治地位是从汉代开始。作者提到

从公元前 2400 年颛顼当权，“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（北）正黎司地以属民”，发起

“绝地天通”的重大宗教改革（页 1-6）。夏商周绵延 1600 多年，这个传统一直得以坚持和

发展，到了周公这个圣人才发明了真正体现“以神道设教”的周礼。孔子崇尚周礼，这是儒

家最重要的历史传承。只有理解了儒家这种“非宗教”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宗教政

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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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对日后中国产生难以估算的深远影响。“以神道设教”的主

体不再是有着神秘圣洁色彩的圣人，而是以统治者为首的极少数精英。儒家作为对周礼的替

补，已经开始走上俗世化和实用化的道路。关于这个变迁的过程，本书已经通过章节的标题

给予清晰的说明，兹引述如下——秦汉：政府与宗教基本关系的形成；魏晋南北朝：从冲突

到整合；隋唐：政府于宗教基本关系的确立；宋辽夏金：对峙政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文化纽

带；元朝：政府对多种宗教的兼容并用；明朝：政府对宗教管理的规范；清朝（上）：政府

对宗教管理的强化；清朝（下）：基督教成为中心问题；民国政府：从“以神道设教”到“信

教自由”；新中国：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 

这样的写作思路与韦伯提出的理性化去魅的经典模式无异。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

程度可以与韦伯的思路有共通之处。但是，不同于韦伯的悲观情绪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发

展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——足够多的理性将会让人们看清宗教的虚幻本质，让人们发明更有

效的社会组织制度，从而实现普遍的幸福。“以神道设教”的主体从圣人和统治者精英过渡

到人民，从而在根本上改写了“以神道设教”。这种自我教化的诉求将一再考验未来的中国。 

在西方显得激进与另类的马克思主义，在中国却有其适宜的土壤。无论如何，这本书对

中国历史的梳理仍是富有教益的。它承继了新中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的思想传统，

为我们提供一扇简便的窗户去观察。以此为出发点，我们才能对当下的中国有更好的领会。 


